台灣女同志家務角色反思與伴侶家務分工因素

壹、前言


家務分工研究幾乎都以「親」異性戀觀點出發，但是，同性戀家庭是否有和異性戀家庭相同家務事？另外，是否如多數人所預期，去除性別差異的家務角色，同性伴侶有較為平等的家務分工？在原生家庭或多或少被灌輸家務事是女性天職的女同志在「伴侶家庭」如何分配家務工作？是複製？創新？或漠視習得的異性戀家務角色？而「同志家庭」的生活風格（life style）對於家庭事務的處理，是否需要一些安身立命的行動策略？為瞭解台灣女同志伴侶的家務經驗與感受，筆者於民國94年以配對樣本的面對面訪談方式，請7對女同志伴侶各自暢談其原生家庭與同居家庭的家務分配、家務衝突等情況，以及扮演不同家務角色時的家務參與經驗。


本文從女同志的原生家庭與同居家庭家務參與經驗，所產生的家務角色反思切入，進而呈現女同志伴侶於分配家務工作時或個人執行家務工作前，顧及的考量因素。最後，呈現女同志對於同居家庭家務分工是否均等，以及家務有酬制是否可行的反思。誠如文獻指出，女同志容易警覺與意識由性別引起的壓迫關係，對於原生家庭的模式複製格外敏感（Jamieson 2003：164；曾寶瑩 2000：45）。並不希望昔日與雙親相處關係的負面記憶在伴侶關係重新上演，甚至設法超越原生家庭的負面經驗，並彌補正向角色模式的缺乏（Mackey et al.1997）。只是，或許「同『様』」
也是人，所以某些家務衝突，還是可能像薛西弗斯（Sisyphis）費力推動石頭的行為一樣，循環不已。並且，某些家務瑣事終究無法脫離情感因素，所以，家務工作平等分工成為見仁見智的看法。
貳、家務角色之反思


自然家庭的圖像，像一個架好鋼筋水泥的結構，由參與異性戀關係的成員按照自身性別角色，栓入社會賦予其所對應的性別角色規範裡。此性別角色規範經常伴隨代代相傳、毋經考證的性別禁忌與迷思，並自成一種強有力的「認知實體」持續影響人類生活（胡幼慧 1995：53）。異性戀角色規範除透過家庭／族內的社會化過程，也透過輿論社會綿密監控，並且懲罰異性戀配對關係中越界扮演家務角色的個人。因此，被期待為「家務萬能」的女性成為人妻或人母之後，倘若成為「閒閒美黛子」或者突發性家務失能，便可能得承受指責與不諒解；願意挽起衣袖與配偶共同負擔家務以擺脫「家務無能」形象的男性，必須有堅強意志力，才能抵抗排山倒海的社會輿論壓力，否則容易與傳統角色規範妥協，並藉其包容不願參與家務的惰性。也就是說，想越界參與家務者，必須先擺脫宛若千斤頂的家務角色。只是，當她們決心放棄各自的角色
，外在環境終會把她們押解回固有的女人與男人角色（Schwarzer 2001：70）。
然而，兩性生理特徵或許只是些微差異，相同性別的個體卻有顯著不同。何況，與生理性別對應的社會（文化）性別，非天生固有，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特定社會制度下形成與變化的，性與性別角色之間的界限可以推延（郭夏娟 2004：42）。性別認同只是一連串性別表演（gender performance）的結果。當一個人不斷用陽性身體表演男性特質、表演對女人的慾望，此「人」（man）因此成為男人。（Calhoun 1997：66）。Zimmerman曾提出，吾人可以透過具體的人際互動達成對性別範疇的指認，藉由日常生活作息做出某些「性別」。Morgan（1996）亦以「家庭作息」（family practices）的概念指出，個人以「做」（doing）家庭的方式，替代昔日既定的（pre-given）家庭生活模式。這些訓練乃立基於歷史文化、社會環境和個人生理因素的非隨機性、變化小的日常工作（Silva and Smart 1999：5），許多人已經不是依循僵化（rigid）、固著（fixed）的生活規劃來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庭生活，且「家庭」成為一組訓練人類行為的場所（Silva and Smart 1999：11）。因此，同志「家庭」亦可以視為一種扮演（Family as a Masquerade）的生活形式。

女同志即使必須執行某些傳統女性或男性的家務工作，也不因此認為所扮演的家務角色，可以和傳統異性戀家庭的家務角色相互比擬或比較，甚至，不期許自己複製異性戀家務角色。文獻指出，女同志似乎容易警覺與意識由性別引起的壓迫關係，而對於任何原生家庭的模式複製格外敏感（Jamieson 2003：164；曾寶瑩 2000：45）。「既不想成為父親，也不想成為母親，因為兩種家務角色嚴重失衡」（郭夏娟 2004：119）。若在一段親密關係中，已意識自己可能處在如同雙親的不平等狀態，會選擇結束關係。她們不希望昔日與雙親相處關係的負面記憶在伴侶關係重新上演，甚至設法超越原生家庭的負面經驗，並彌補正向角色模式的缺乏（Mackey et al.1997）。
另外，由於女同志伴侶的家務角色、家務執行標準與分配方式可以很隨興，因此，比較能協力合作處理家務事。此「協力合作」可能是一起曬衣服的「同時」協力合作，或者，善烹飪的一方當主廚，不善烹飪的一方於餐後清理的「異時」協力合作。任何一方都不被賦予或不被期待在某項工作有主要或應盡責任。畢竟，「全家」並非只是妳一個人的家。當家庭成員屏除「什麼性別做什麼家務事」的想法，體認「家中成員就應該為家付出」的原則，因而產生生命共同體的認同感與責任感的時候，就不會把家裡事情視為「哪一個人」的事。藉由考量個人專長、興趣，或因時、因地彈性調配人力共同執行家務事，不僅節省彼此的家務時間，也拉近彼此的距離。
參、伴侶家務分工因素

對於同居女同志而言，家務事是與家人相關、不得不做、彈性化的例行瑣碎事務。綜觀而言，女同志伴侶需要處理的家務事多半與異性戀伴侶相似，諸如整理室內室外環境、購買日用品、清洗衣物或維修家庭用品等家務工作。不同的是，前者比較不會面臨教養子女與烹煮三餐的家務事，反倒因飼養寵物而來的家務事佔較多時間。
只是，同志伴侶畢竟是單一性別組合，不僅面臨相似外在環境挑戰，亦無從預設何種生理性別適合從事何種家務工作。女同志伴侶沒有可依循的同性戀角色典範，也不願依循異性戀角色模式，所以執行家務時會根據當時情況做不同的考量。 

一、可運用之時間

要處理家務工作當然得有「可運用之時間」。以垃圾處理為例，定點（不）定時的收運方式，使處理廢棄物成為某些家庭頭痛的家務事。因為，雙薪家庭的女同志伴侶，若在家時間未能與垃圾車清運時間配合，就可能面臨與垃圾共生的處境。

不過，在兩人「可運用時間」均等的情況，「情感依附」特質較強的一方，可能花費較多的家務時間。

二、個人特質

異性戀配對關係中，「個人特質」因素容易基於「女性心思細膩，適合從事照顧工作」、「男性體力強壯，所以粗壯工作由其負責」的偏見考量，而將「女方壯碩有力，男方骨瘦如柴」、「女方大而化之，男方善解人意」的事實抹煞！

然而，既然身為生命共同體的成員，就應該一起為了維持這個家的正常運作而努力。因此，「身高」較高的一方適合更換天花板的燈泡；「記憶力」較強的一方容易記住商品價格以進行比價，也會注意日常用品的儲存量以便適時採買；「美感」特質較高的一方比較在乎空間的設計裝潢；「潔癖」特質的一方對髒亂容忍度較低，比較會動手整理居家環境。也就是說，成員依照自身「專長」或「興趣」特質等從事不同的家務工作。
三、別有企圖


有研究指出，親密關係致使夫妻以互惠方式進行交換，因而產生較均等的家務貢獻。當丈夫感到與配偶的親密關係時，傾向做較多家事，緩和家務工作的不平等（蔡明璋 2004：118）。異性戀關係的伴侶除有意避免爭論與衝突，也試著將家務工作的分擔當作是給予對方的禮物，交換與互惠是在沒有索求回報的情況（蔡明璋 2004：102）。不過，女同志為了替女友製造表達愛意的機會；為了試探女友的髒亂容忍度；為了讓女友向重要她人展現為家庭付出的畫面，可能別有企圖
的不做平日會動手處理的家務工作。只是，當初別有企圖的故意不做或許在達到預期效果的同時，也可能因為惰性而變得不再積極做家事。
四、屋權認定與空間歸屬


女同志伴侶難以像已婚配偶中，沒有房屋所有權的一方，可以藉由與另一方的實質婚姻契約，或者社會既定的規範與信仰來證成自己的身分地位，因此，對於居住在房屋所有權屬於另一半的女同志，因為沒有明確可辨的「實質身分」，所以未能清楚知道如何參與家務事。包括置物空間不足或物品收納問題（認為沒有可置放自己物品的地方）、對那個實體空間「家」缺乏歸屬感（有隨時需打包細軟離家出走的陰影）
。倘若在親密關係初期或不穩定時期，又更難建立同居家庭的歸屬感與認同感。至於擁有房屋所有權（home ownership）的一方，亦懷疑女友因為同居住所屬於另一伴（即自己），所以不願幫忙處理家務工作，甚至認為女友有放棄家務決策權的傾向。

另外「外人」，即不知伴侶實質關係的鄰居或親戚，通常看到的是屬於「家庭」的法定成員。因此，除非當同性伴侶關係不需隱形、可以浮出檯面，可能就不會有「誰」出場比較不妥的顧忌。否則，當無法像異性伴侶一樣用「『準』家人」身分出現，卻需與不了解實情的外人交手時，由具備合法家庭成員身分的一方出面接招，可能比較得心應手。
五、個人經濟能力

女同志伴侶多半沒有刻意規畫生活消費的支出比例。通常是扣除固定生活支出之後，以當月可用餘額，並根據「該花的花，不該花的不花」原則，決定家中的臨時性消費。至於帳戶管理，少數伴侶以聯合帳戶的方式，多數則以各自獨立帳戶的方式。除了個人的消費活動由個人全額支付之外，女同志伴侶會依據金額大小、缺繳風險、權限範圍（包括出錢者、所有權人）、消費次數（同次出遊的單筆或多筆消費）、當時可用現金…等因素，彈性調整雙方支付共同生活費用的比例。

例如，「雙方彈性支付」是採取視情況而定的方式分攤共同支出費用。這種支付模式的單筆消費或多筆消費，個人付款金額比例是一方大於一方的不均等情況，雖然類似「各付一些錢」，輪流支付共同活動的多筆支出，然而，誰支付得多、誰支付得少，實難衡量。反倒「雙方平均支付」更趨近平等支付共同費用，因為伴侶以相同金額比例分攤共同活動的每筆消費金額。不過，採取「雙方平均支付」的伴侶，仍有某些共同費用採取全額支付的例外情況，或者當下支付與事後支付有賺取利息的差異，但是「雙方平均支付」比「雙方彈性支付」，甚至比男性養家糊口的異性戀配對關係，更趨向家計費用的公平分攤。
六、共住成員的多元關係

有些女同志伴侶的居住環境屬於「多人世界」。研究指出，「多人世界」比「兩人世界」的家務分配更公平，因為共住成員可以制定參與家務的標準，所以成員會公平的輪流做家事（Carrington 1999）。然而，「多人世界」宛如不同利益個體組成的生命共同體，在此空間容易產生公共財困境。公共財（commons）原指位居心臟地帶的開放空間，此空間屬於每一人，因此，也不專屬於任一人。由於資源有限，個人卻是自私自利，因此，共同利益所在之處最易成為團體運作的一個困境（蕭秀玲 1991：533）。
有些女同志同居家庭，除了存在「家人關係」之外，還存在「室友關係」等多重關係。個人對於關係的定位與選擇，影響自身家務參與的行為。例如，個人可能立基於契約關係的室友角色參與家務，也可能立基於情感關係的伴侶角色，甚至「類家人」角色參與家務。「室友身份」是不帶情感成分，可以冷眼旁觀週遭事物，也能輕易逃脫義務與責任的角色。團體生活規則不夠明確時，具備此身份的成員會減少公利的服務，而盡其所能照料一己生活（蕭秀玲 1991：548），因此，與她人共住時，較容易減少心思於家庭生活，因此較少家務工作需要處理（Carrington 1999）。然而，「伴侶身份」或「（類）家人身份」是帶有情感包袱的角色，使得個人無法輕易擺脫或視而不見她人與自己彼此相關的事務。
七、伴侶關係的揭露程度


「同志身份」對於家務事的影響似乎不存在於伴侶之間，而發生在需要和社會互動的時候。許多象徵異性戀關係的家庭活動，以和緩方式樹立「異」「同」接近的障礙，將同性戀者排拒在外。然而，這種處境對於認為家務事是與家人相關，並維持生活運作的事務，且將彼此原生家庭的事務亦歸為家務事的同居女同志而言，無法以同性伴侶身分出現於異性戀家人的家庭活動時，該如何參與或分擔女友的原生家庭家務事？

女同志伴侶可能因為同志身分的擔憂，或者較具可辨識的同志外型而與厝邊頭尾少接觸。即便和另一半的家人同住，也未必能脫下若隱若現的薄紗，「異」「同」袒裎相見。因此，淡化同志形象（或強化異性戀形象）處理家庭事務時，或許比較不受阻礙。例如，先將外在造型「異」化，並偽裝成「無性」朋友，才能參與「與家人相關」，但未必把自己視為家庭成員的異性戀家庭活動。
肆、結論：半斤八兩的家務分工

女同志伴侶的家務工作是「半斤八兩」平等分工？還是和許多家務不平等分工的異性伴侶一樣「半斤八兩」？事實上，吾人很難用計量方式評斷家務分配是否公平，並且總是注意成員之間對特定家務工作所投入時間的組合，而忽略成員如何理解此類安排以及家務分配的公平性感受（Dnes 2005：297）。且當情緒與衝突的認知若只存在於伴侶的一方，則家務不均分配的現象就是一個難解的問題，並可能塑造出一幅「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家務平等偽像。

女同志伴侶對於異性戀關係的描述多為負面色彩，也因此傾向認定異性戀家庭需要實施家務有酬制。但是，她們並不認為有（兼、全）職婦女，需藉由家務勞動換取酬勞以獲得經濟保障。相反的，她們認為在自己的伴侶家庭，無執行家務者並不需支付酬勞給執行家務者，即便自己與女友的家務分配有不平等現象，或是自己可能就是家務事做較多的那位，但是，仍舊認為自己與女友還是比異性戀配對關係的家務分配，更趨向平等分工，甚至有過分「追求平等分工」的傾向。

同居女同志是在親密關係內與另一方衡量彼此的家務公平性。雖然，已婚女性也衡量自己與先生的家務參與程度，但是，異性戀已婚女性易把操持家務當作因沒有賺錢添補家用的心理補償、愧疚或感恩，而認為和在外頭風吹雨淋、拋頭露面、辛苦掙錢養家的先生相比，並無可過於計較之處。即便丈夫參與的家務量微不足道，但是，若比起她人的丈夫過之無不及時，卻也萬般欣慰。更因為女主內、男主外的分配模式趨近於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所以很合理、很公平，即便沒有經濟收入也不在乎。

由於家務費用的計價標準難以訂定，並且立基情感因素的親密關係難以用金錢量化，或許皆為女同志不考慮由家務執行較少者支付酬勞給家務執行較多者的原因。畢竟，家務工作的範圍與本質已經意見紛歧，即便協商出「商品範圍」，又該如何制定其行情價格？在衡量範圍與價格，甚至付酬的過程，宛如斤斤計較的心態與行為，皆被視為否定親密關係的象徵。

雖然，女同志伴侶的家務工作可能比異性戀伴侶更趨向平等分工，然而，前者一樣存在家務工作「實際」不平等的分配。只是，「實際」怎樣可能並不重要，「感受」如何才重要。畢竟，「感受」是個人評價家務角色，以及評價是否維持親密關係的判準。因此，是感情，不計較。愛存在，做牛做馬都愉快。既然，在家務勞動仍屬無酬工作，且家務工作公平分配的日子來臨前，付出較多勞力與時間於家務工作的一方，或許只能先調整心理機制來適應不平等的家務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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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改寫自筆者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同「様」的家庭生活：初探台灣女同性伴侶的家務分工》部分章節。


� 日文漢字「様」（羅馬拼音「sa ma」）和中文字「樣」類似。「様」如中文的「先生」、「小姐」稱謂，筆者用「同様」一詞指「同性戀様」，本文的論述詞句，除非欲表示特殊意涵，否則對同志族群的指稱以「同志」或「同性戀者」二詞為主。


� 本文以「她」取代「他」，作為人類全體的代名詞。


� 「別有企圖」一辭，並非表示其她影響家務分配的因素不具企圖。筆者以為，人類任何一項活動似難以用唯一動機衡量，但或有核心動機促其形成。同居女同志因有明顯意識的「（達成後續）目的性」因素，致使她從事或不從事某項家務工作。


� KC沒有讓雙親知道和女友同居的事實，因此，當雙親北上來訪，就需淨／禁化原先的同志情慾空間，將可以辨識出同志身份與同性情慾的象徵物品，包括「人」都移除乾淨，以禁止誘發雙親對女兒有同性戀傾向與情感的想像。對於饅仔而言，不僅不能對「岳父母」或「公婆」聊表心意，更得淨空原屬自己的真實空間，並讓自己消失在自身認知的家務事（定義）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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